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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欺凌(school bullying)是指一个或多个学生

长期反复有意识地对另一个学生施加身体或心理暴

力，造成身体或精神痛苦的一种攻击行为 [1]。校园

欺凌现象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存在，严重影响了青少

年的身心健康发展。因此，对校园欺凌进行预防和

干预变得至关重要 [2]。在校园欺凌的防治过程中，

有一支重要的力量不容忽视，即庞大的旁观者群

体 [3]。所谓旁观者，是指校园欺凌事件中既不属于

欺凌者也不属于受害者的人群 [4]，他们可以在极大

程度上影响着欺凌事件的发展进程[5]。如果旁观者

能够采取有效的措施，在 57%的情况下是能够有效

制止欺凌行为的[6]。Salmivalli[7]等人曾对旁观者角色

进行了细致的划分，将其划分为四类，分别是强化者

(reinforcer of the bully)、局外者(outsider)、辅助者(assis⁃
tant of the bully)以及防护者(defender of the victim)。
其中，根据是否采取防护行为将强化者、辅助者和局

外者统称为“消极旁观者”(passive bystanders)，将防护

者称为“主动防护者”(active defenders)[8]。所谓防护

行为是指，站在受害者的立场上并采取干预措施以

阻止欺凌事件的发生或继续，不仅包括喝止、肢体阻

挡等直接方式，也包括求助强者、语言劝阻等间接方

式，还涉及到对受害者进行安慰和支持[9]。

然而，在校园欺凌发生时，只有少数（<20%）学

生能够真正站出来为受害者说话[10]，多数旁观者倾

向于表现出维持而不是对抗欺凌的行为方式[11]。是

什么因素影响旁观者实施防护行为呢？

人—情境整体交互作用论[12]指出，个体的行为

是个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同伴是环境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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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部分，个体在进入青春期后，会越来越强调自己

与同龄人的关系[13]。社会生态系统发展观也认为，

同伴群体作为个体成长的微观社会环境[14]，其关系

质量以及同伴地位的高低往往能够对个体的行为发

展起到预测作用 [8]。但从目前的研究结果来看，还

缺少从与学生互动的结构或场所(如同伴群体、学校

班级)的视角去探讨旁观者在校园欺凌中行为表现

的影响因素和潜在机制的研究 [15，16]。鉴于此，本研

究拟考察同伴地位与旁观者防护行为之间的关系。

同伴地位(peer status)是判断群体对个体态度的

关键指标，通常被划分为普通型、受欢迎型、受拒斥

型、被忽视型以及有争议型等五种类型[17]。研究表

明，旁观者在观察欺凌行为时，会重视并清楚地意识

到自己的地位[18]。具有较高同伴地位、更受欢迎的

旁观者倾向于在欺凌事件发生时采取防护行为[19]，

例如，制止欺凌继续和安慰受害者。同伴地位会影

响旁观者行为的可能原因是，受欢迎的个体通常会

有更多的朋友或者追随者，因此，做出防护行为所带

来的人际损失风险较低。或者也可能是因为受欢迎

的个体本身具有良好的社会技能，在面对冲突事件

时能够有信心和实力以积极的方式进行处理。还有

一种可能是受欢迎的个体往往具有较强的责任心和

道德水平，在其内在信念的影响下会激活个体的行

为启动机制[20]。但从目前的研究结果来看，关于人

际关系对社交冲突中个体的自我效能感的作用仍不

完全清楚[21]，道德因素对青少年旁观者行为的贡献

也未被充分探讨，尤其是在青少年不确定是否有能

力和信心保护受欺负同伴的背景下[22]。

根据自我效能感理论，人们对自己能够应对问

题的认知一部分是来源于现实中的人际互动经验，

积极的同伴关系已经被证明可以提高青少年在干预

欺凌事件中的自我效能感[23，24]。而青少年旁观者行

为的情境-认知模型 (situational-cognitive model of
adolescent bystander behavior)[25]认为，自我效能感是

影响个体实际行为的重要因素。在欺凌情境下对受

害者进行积极干预是一种具有风险的行为，防护者

必须面对强大的欺凌者。而一些旁观者之所以选择

消极的应对方式，也是因为害怕自己因实施防护行

为而受到牵连进而成为下一个受害者[26，27]。缺少效

能感，受制于自保而非助人的信念时，目击欺凌过程

的儿童、青少年会较少主动介入，而更多地是采取消

极旁观的方式[28]。研究显示，学生在保护欺凌受害

者时的自我效能感与他们实际的保护行为之间存在

正相关关系[29，30]。

当个体目睹欺凌时，决定如何行动本质上是一

个道德问题[31]。道德推脱是指当个体做出不道德行

为时，通过一定方式合理解释自己的行为以使自身

行为看起来伤害性最小的一种认知倾向[32]。个体的

同伴关系与其道德成长发展密切关联。Bandura等
人指出，青少年在与他人的持续互动过程中，道德推

脱逐渐形成并完善[33]。消极的环境因素会导致道德

认知偏差，进而会影响他们的行为选择[16]。早期社

会联结理论(social bonding theory)[34]也认为，个体与

重要他人的亲密关系(社会联结)有利于其发展出社

会规范和道德感，而社会联结破裂的个体则往往会

不受道德规范约束，对事件做出更多道德推脱性的

解释，容易出现行为问题。如果旁观者在同龄人中

的地位不够高，可能不会选择做出防护行为[35]，而道

德推脱作为一种心理机制，能够使得人们在不道德

行为发生或未能进行道德行为时避免负面情绪，

即能够让旁观者在选择不作出干预行为时减少痛

苦[36]。道德推脱理论也详细阐述了自我调节的道德

过程在攻击性等消极行为产生中的作用[37，38]。已有

研究结果较为一致地认为，道德推脱与旁观者的防

护行为之间具有负相关关系 [39，40]，即道德推脱水平

越高，个体在欺凌情境中拒绝或逃避做出防护行为

的倾向性就越大[39，41]。

根据道德能动性的社会认知理论，道德行为

取决于个人对自己能否按照道德标准行事的能力

信念 [38]。其中自我效能感就是个体对自身影响环境

能力的一种信念，也是个体行为最为重要的决定性

因素[42]。另外，工作场所中欺凌旁观者的意义建构

模型详细地阐释了旁观者道德推脱的形成机制，其

中旁观者可能会通过重建个人能动性来削弱自身的

责任感，即他们会将自己评估成没有足够能力去解

决问题或其他人能够更好地应对，以此作为自己不

采取行动的理由[43]。研究表明，青少年解决网络欺

凌情境的自我效能感与他们对网络欺凌行为的个人

道德信念呈正相关[44]，旁观者建设性防御行为的自

我效能感与道德推脱水平呈负相关[45]。旁观者感知

到的约束会导致其对结果的低期望和对个人执行能

力的不信任，从而抑制其道德行为的发生[46]。

综上，本研究依据人-情境整体交互作用和社

会认知等理论，考察社会自我效能感和道德推脱是

否在同伴地位与中学生旁观者防护行为之间发挥链

式中介作用。基于以上分析，主要提出以下假设：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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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地位、社会自我效能感和道德推脱均能直接预测

旁观者的防护行为；社会自我效能感和道德推脱能

够在同伴地位和旁观者防护行为之间发挥中介作

用；自我效能感和道德推脱能够在同伴地位和旁观

者防护行为之间发挥链式中介作用。

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整群方便取样的方法，对北京市和

安徽省的两所初中、广东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两所高中的

学生进行调查。总共发放问卷 1485份，回收问卷

1338份，问卷的回收率为 90.10%。经过严格筛查，

剔除无效问卷，最终有效问卷共 1279份，问卷的有

效率为 86.13%。被试的年龄为 15.03±2.01岁，其他

基本情况详见表1。
表1 样本分布构成情况表(n=1279)

1.2 研究工具

1.2.1 青少年欺负参与问卷(Participant Role Ques⁃
tionnaire, PRQ) 采用由Salmivalli等人[7]编制，张文

娟 [47]修订的中文版青少年欺负参与问卷(PRQ)。该

问卷由欺凌者、受害者、辅助者、强化者、局外者和防

护者 6个分量表组成，共有 24个题项，Cronbach’s α
系数为0.85～0.98，分半信度为0.80～0.97。施测时

要求被试根据实际情况对自己以及班内同性别同学

在欺凌情境中的行为表现进行 Likert-3点评定，从

0-“从来没有表现出这种行为”到2-“经常表现出这

种行为”。计分规则如下：以防护者为例，经过标准

化后，若参与者在防护者分量表上的得分超过该分

量表的均分，且比其它分量表得分高，那么该被试的

参与角色就是防护者；但如果参与者在每个分量表

上的得分都低于平均分，或者被试两个最高得分之

间的差异小于 0.01，那么该参与者即为无角色者。

由于本研究的目的是考察旁观者的防护行为，因此，

在对角色进行划分之后剔除欺凌者、受害者和无角

色者三类被试群体，最后采用旁观者角色群体中的

防护者分量表得分来表示旁观者的防护行为。

1.2.2 同伴提名问卷 采用同伴提名法(peer nomi⁃
nation)来测量被试的同伴地位。首先，给被试发放

其所在班级同学的名单，每位同学都对应一个编

号。然后，请其分别列出“过生日时最想邀请的班级

当中的 3位同学的编号”(正向提名，以P来表示)和
“分组活动中最不希望同组的三位同学编号”(负向

提名，以N来表示)。计算班级每名同学被提名的次

数，再以班级为单位将分值转化成标准分(Z分数)，
分别得出ZP和ZN的值，以此作为衡量同伴接纳和

同伴拒绝的指标。

按照Coie和Dodge[17]所提出的方法，将同伴提名

的结果从两个维度进行划分：社会喜好(social prefer⁃
ence，SP)和社会影响(social impact，SI)。其中，社会

喜好=积极提名分(ZP)-消极提名分(ZN)，反映一个

学生被同伴喜欢的程度；社会影响=积极提名分

(ZP)+消极提名分(ZN)，反映一个学生在同伴中所具

有的影响力。每一名被试的同伴地位可以按以下标

准予以划分：①受欢迎型：SP>1.0，ZP>0，ZN<0；②受

拒斥型：SP<-1.0，ZP<0，ZN>0；③有争议型：SI>1.0，
ZP>0，ZN>0；④被忽视型：SI<-1.0，ZP<0，ZN<0；⑤
普通型：除了上述四种类型以外的其他学生。

1.2.3 社会自我效能感问卷(Scale of Perceived So⁃
cial Self-Efficacy, PSSE) 采用由 Smith 和 Betz[48]编

制、孟慧等人 [49]修订的中文版社会自我效能感问

卷。该问卷共有18个题目，采用Likert-5点计分，从

1-“完全没信心”到 5-“完全有信心”，得分越高，表

明个体的社会自我效能感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问

卷的Cronbach α为0.94。
1.2.4 道德推脱问卷 (Moral Disengagement Scale)
本研究选取由 Bandura等人 [50]编制、王兴超和杨继

平 [51]修订的中文版道德推脱问卷。该问卷共有 32
个题目，分为8个维度，分别是道德辩护、委婉标签、

有利比较、责任转移、责任分散、扭曲结果、责备归

因、非人性化，每个维度包含 4个题项。问卷采用

项目

地区

性别

年级

旁观者角色

北京

广西

安徽

广东

男生

女生

初一

初二

初三

高一

高二

高三

欺凌者

受害者

辅助者

强化者

局外者

防护者

无角色者

n
234
324
324
397
499
780
264
175
119
254
233
234
123
94
58

213
311
346
134

%
18.30%
25.33%
25.33%
31.04%
39.01%
60.99%
20.64%
13.68%
9.30%

19.86%
18.22%
18.30%
9.62%
7.35%
4.53%

16.65%
24.32%
27.05%
1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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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kert-5点计分，从 1-“非常不赞同”到 5-“非常赞

同”。在本研究中，该问卷总的Cronbach α是0.89。
1.3 数据处理与分析

采用 SPSS 22.0进行数据的录入和整理。由于

在社会自我效能感和道德推脱两个连续变量的题项

当中，缺失值最大占比不超过2.00%，因此采用序列

均值插补的方式进行缺失值替换，在此基础上进行

相关分析。应用Amos 23.0进行结构方程模型构建。

2 结 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方法进行检验，未旋转

的因子分析结果表明，共10个因子特征值大于1，并
且析出的第一个公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19.37%，小

于 40%的临界标准[52]，所以本研究不存在显著的共

同方法偏差。

2.2 变量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由于普通型的被试群体在各个变量上的水平较

为稳定，无显著行为特征[53]，在划分维度上均表现出

“一般性”[54]，因此其常被当作参照来分析其他各种

同伴地位类型对旁观者防护行为的影响。此外，同

伴地位是不能直接测度的非数值型变量，其只能用

于说明某种属性或状态是否存在。因此，本研究将

其转化为虚拟变量以实现运算处理的可能性。具体

而言，同伴地位可生成4个虚拟变量，以“0”(指不存

在某种属性或状态)和“1”(指存在某种属性或状态)
的不同呈现方式来代表受欢迎 vs普通型、受拒斥 vs
普通型、有争议vs普通型、被忽视vs普通型。

在此基础上，对本研究中所涉及的变量进行相

关分析。结果表明，相较于普通型同伴地位，受欢迎

型与社会自我效能感呈显著正相关，而其他三种同

伴地位类型与社会自我效能感呈显著负相关；相较

于普通型同伴地位，受欢迎型与道德推脱呈显著负

相关，而受拒斥型和被忽视型与道德推脱呈显著正

相关，有争议型与道德推脱的相关不显著；相较于普

通型同伴地位，受欢迎型与防护行为呈显著正相关，

而受拒斥型和被忽视型与防护行为呈显著负相关，

有争议型与防护行为的相关不显著。社会自我效能

感与道德推脱呈显著负相关，与防护行为呈显著正

相关。道德推脱与防护行为呈显著负相关。具体结

果详见表2。

1.受欢迎vs普通型

2.受拒斥vs普通型

3.有争议vs普通型

4.被忽视vs普通型

5.社会自我效能感

6.道德推脱

7.防护行为

M±SD

1
—

-0.21***
-0.16***
-0.31***
0.56***

-0.24***
0.17***

0.18±0.38

2

—

-0.15***
-0.30***
-0.33***
0.21***

-0.18***
0.17±0.37

3

—

-0.22***
-0.07*
-0.01
-0.01
0.10±0.30

4

—

-0.38***
0.08*

-0.09**
0.31±0.46

5

—

-0.26***
0.23***

3.38±0.73

6

—

-0.34***
1.82±0.50

7

—

0.17±0.74

表2 同伴地位、社会自我效能感、道德推脱和防护行为的相关分析结果(n=928)

注：*P<0.05，**P<0.01，***P<0.001。

同伴地位

受欢迎vs普通型

受拒斥vs普通型

有争议vs普通型

被忽视vs普通型

路径

受欢迎vs普通型—社会自我效能感—防护行为

受欢迎vs普通型—道德推脱—防护行为

受欢迎vs普通型—社会自我效能感—道德推脱—防护行为

受拒斥vs普通型—社会自我效能感—防护行为

受拒斥vs普通型—道德推脱—防护行为

受拒斥vs普通型—社会自我效能感—道德推脱—防护行为

有争议vs普通型—社会自我效能感—防护行为

有争议vs普通型—道德推脱—防护行为

有争议vs普通型—社会自我效能感—道德推脱—防护行为

被忽视vs普通型—社会自我效能感—防护行为

被忽视vs普通型—道德推脱—防护行为

被忽视vs普通型—社会自我效能感—道德推脱—防护行为

效应值

0.078
0.049
0.010

-0.119
-0.049
-0.015
-0.067
-0.016
-0.009
-0.105
-0.018
-0.014

95%置信区间

下限

0.098
0.006

-0.014
-0.178
-0.043
-0.010
-0.067
-0.012
-0.003
-0.167
-0.010
-0.008

上限

0.325
0.021
0.003

-0.050
-0.006
-0.003
-0.008
0.016
0.001

-0.051
0.009
0.001

表3 同伴地位预测旁观者防护行为的链式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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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链式中介模型检验

按照自变量为类别变量的中介效应检验流程[55]，

本研究将同伴地位5个类别编码为四个虚拟变量作

为自变量，将社会自我效能感与道德推脱作为中介

变量，防护行为作为因变量，利用AMOS 23.0进行链

式中介效应检验，重复抽取5000次样本计算95%置

信区间，结果见表 3。模型主要拟合指数如下：χ2=
158.801，χ2/df=2.741，RMSEA=0.042，GFI=0.977，AG⁃
FI=0.958，CFI=0.977，NFI=0.964，IFI=0.977。根据侯

杰泰等人[56]对于拟合指数的标准，本研究链式中介

模型拟合良好。有两条简单中介路径的95%置信区

间包括 0，分别是有争议 vs普通型—道德推脱—防

护行为和被忽视 vs 普通型—道德推脱—防护行

为。有三条链式中介路径的 95%置信区间包括 0，
分别是受欢迎 vs普通型—社会自我效能感—道德

推脱—防护行为，有争议 vs普通型—社会自我效能

感—道德推脱—防护行为，被忽视 vs普通型—社会

自我效能感—道德推脱—防护行为。模型中各路径

系数见图1。
3 讨 论

本研究将影响欺凌事件中旁观者行为的环境因

素和个体因素相结合，探讨了同伴地位与防护行为

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受拒斥型同伴地位能

够显著负向预测旁观者防护行为。这与以往的研究

结果相一致。在冲突解决情境中，受拒斥的儿童相

较于普通型儿童更可能选择逃避[57]，这是因为他们

没有足够的社会地位来对抗欺凌者[58]。根据人—情

境整体交互作用论[12]和青少年旁观者行为的情境-
认知模型[25]，个体对自身认知的形成与发展是依据

一定现实基础的，所以对行为发生的考察也必须将

具体的外在条件包含在内。而且，个体在采取行动

时会首先对自身的知觉行为控制能力进行评估，若

感觉自己没有足够的力量挽回局面或者进行对抗，

便会放弃行动计划。另外，对于同伴地位较低的个

体，由于长时间在群体内受到排斥，很可能会迫于欺

凌者强势的力量和嚣张的气焰而加入到亲欺凌者一

方，而成为辅助者或者强化者。研究发现，社会地位

不安全感能够正向预测18个月后的关系攻击行为[59]。

受欢迎型同伴地位并不能显著正向预测旁观者

防护行为，虽然受欢迎的学生往往在群体中享有较

高的声誉和地位[47]，成为后续受害者的概率较低[60]，

但旁观者做出防护行为确实需要承担较高的风险[61]。

青少年旁观者行为的情境-认知模型认为[25]，个体在

采取实际行动之前会经历一个复杂的决策过程，因

此，自身以及情境等其他因素可能会削减同伴地位

的直接影响。有争议型和被忽视型同伴地位都不能

显著负向预测旁观者防护行为。虽然有争议的个体

在同伴群体中获得较多的负向提名，日常交往中也

可能会受到一定的排挤，内心会积攒一定的消极情

绪[62]，但是也可能受到一部分学生的喜欢，相较于受

拒斥的群体而言其自尊水平更高[63]。因此，在面对

行为决策时表现出不确定性[64]，他们可能同时使用

亲社会和攻击性策略来获得同伴群体中的权力和资

注：路径系数表示标准化系数。**P<0.01，***P<0.001。
图1 同伴地位、社会自我效能感、道德推脱和防护行为的链式中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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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64]。而被忽视型与普通型相比，通常更加害羞、孤

僻，不善于交际，参与的同伴互动更少[65]。因此，他

们常常会感到自己在同伴群体中没有特别强烈的存

在感，处在一种较为游离的状态之中。长此以往，容

易使得这一部分学生更多关注于自身，出现诸如消

极自我评价、内心恐惧等内隐性行为问题[54]。并且

他们很少会表现出主动、友好的行为，同时也很少表

现出不友好、攻击性的行为[66]。所以当欺凌事件发

生时，他们更有可能认为与自己无关，并且出于保护

自己的想法而保持中立。

社会自我效能感能够显著正向预测旁观者的防

护行为，并且还能够在同伴地位对防护行为的影响

中发挥中介作用。与普通型同伴地位相比，受欢迎

同伴地位对社会自我效能感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

用，受拒斥、有争议和被忽视这三种同伴地位类型则

对社会自我效能感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根据自

我效能感理论 [66]和社会支持附加与直接模型 [67]，个

体在构建积极同伴关系的社会化过程中，形成了良

好的社交技能，使其能够具有应对和化解问题的能

力。关系中的支持也会增进其应对效能，提高积极

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并进一步激活受欢迎同伴地位

群体的助人动机，促使其采取防护行为。受欢迎的

个体在面对欺凌事件时，认为自己凭借在群体内的

地位有能力对局面进行掌控，但地位较低的个体会

避开超出自己能力的事情，而更倾向于处理自认为

力所能及的事情[66]。研究表明，在群体中受人欢迎

会增加个体的自我效能感[68]，而高社会自我效能感

的个体更有可能做出干预行为[29]。在班级中具有较

高同伴地位的学生可以通过他们较高的自我效能感

采取保护受害者的行为[69]。相反，社会自我效能感

较低的个体在随后的社会交往中则会更多地采取回

避、退缩等态度或行为[26]。

道德推脱能够显著负向预测防护行为，并能在

受欢迎型和受拒斥型同伴地位与防护行为之间发挥

中介作用。根据社会认知理论，社会情境因素是道

德推脱形成的关键前因[70]。社会联结理论也指出，

个体与重要他人的社会联结有利于其发展出道德

感[34]。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会在与社会、环境互动

的过程中形成自身的一整套道德标准，并以此作为

行动的指导[71]。那些更受同龄人偏爱的学生具有较

强的责任心和较高的道德发展水平，因此，他们可能

会由于感受到强烈的道德义务而帮助受害者[23]。而

那些不被同龄人喜欢的个体，可能在成长过程中对

道德缺乏正确的认知和评价[72]，容易通过启动道德

推脱来为自己进行辩解，甚至采取责任转移和分散、

扭曲结果的方式来避免自身被牵扯其中[73]。

社会自我效能感能够显著负向预测道德推脱，

并且在受拒斥型同伴地位和防护行为之间起链式中

介作用。根据道德能动性的社会认知理论，道德行

为与个人的能力信念密切相关[38]。效能感的缺乏常

常是限制个体行为以及导致道德推脱的重要前置变

量 [74]。校园欺凌实质上是一个社会过程 [40]，其中涉

及到不同欺凌参与者角色之间的互动。在这种情境

中，个体所做出的行为反应更可能受到社会自我效

能感的影响。如果个体没有对自己成功干预能力的

坚定信念，这种行为就会受到抑制。而道德推脱正

是个体在道德困境中无法使行为匹配或达到社会规

范而引发的认知机制。当个体被卷入到校园欺凌中

时，会对自己是否采取行动以达到期望目标进行提

前预估。高社会自我效能感的个体认为自己能够在

冲突中有效化解矛盾，获得同伴支持，维持群体秩

序，进而更有可能采取较为积极的行为、态度对待欺

凌事件，所以与旁观者防护行为呈正向相关，而社会

自我效能感低下的旁观者则反之。当个体未能建立

起强大的友谊网络，不具备为弱势群体挺身而出的

信念，高水平的道德推脱会抑制道德自我约束的激

活，使青少年从自责中解脱出来，从而表现出更多的

消极旁观行为[75]。这一结果也支持工作场所欺凌旁

观者的意义建构模型[43]，当旁观者试图进行道德推

脱时，可能会将自己的能力评估成无法成功干预欺

凌，以此减少自身的内疚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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